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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财政税收的近代化转型
——以同治朝的关税财政为例

倪玉平

摘 要 晚清财政体制发生巨大变化，同治朝则占据特殊重要地位。关税作为最具扩

张性的税种，按照一定的比例征之于货物或船只，与财政税收乃至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关系

密切。同治时期的常关税征收受到太平天国战争和洋关税侵占的深刻影响，但仍有起色；洋

关税征收则异军突起，成功扭转了咸丰时期关税征收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关税和厘金收

入均超过田赋，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从根本上改变了清朝旧有的以田赋税

收为主体的农业型财政税收结构，而开始向以关税和厘金为代表的商业型税收结构转变，这

一过程可以称为清代财政的近代化转型。从这种角度来看，“同治中兴”在军事成就之外，也

有着强有力的财政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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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清朝面临着“数千年来一大变局”[1]（P107），财政体制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同治朝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它承绪道光、咸丰时期因战乱纷争而引发的大动荡，

进行艰难的重建；同时又开启光绪、宣统时期的大调整，即由农业型财政向商业型财政过渡，这一过程可

以称为清代财政的近代化转型。

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清代的财政收入主体是田赋、漕粮、盐税和关税。和其他三类税种不同，关税是

商品流通税，按照一定的比例征之于货物或船只，因而是最具扩张性的税种，和财政税收乃至社会经济

的发展水平关系密切。本文即欲以此为例，来分析这一时期财政税收的结构性转变及其历史意义，以求

正于方家。

一、常关税的征收

清朝继承历代“关市之征”，在水陆冲要及商品集散地设置税关，对过往货物和船只征税，即为“关

税”。清代的税关包括常关和洋关，涵盖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所有商品，常关主要针对国内贸易商品

征税，洋关主要针对国际贸易商品征税。

清代的常关分为户关和工关。户关来源于明代的钞关，隶属于户部，税款岁输户部供国用；工关则

源于明代的工部抽分，隶属于工部，主要征收竹木税和船税，税款专佐工部营缮之需。在嘉庆、道光时期，

常关的结构基本稳定，包括山海关、崇文门、天津关等 46 处税关 [2]（P4）。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
迫开放广州、上海、宁波、福州和厦门五个通商口岸，征收洋税。常关税的征收大致包括正额和盈余两部

分。“各关征税，国初定有正额，后货盛商多，遂有盈余”[3]（P118），嘉庆、道光时期，常关额征正额、盈余
500 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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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起义，受战火波及，战争省份一些税关的日常征税受到很

大影响。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的强烈打击，许多税关都被迫停征。同治时期，随着太平天国起义

的渐次结束，清廷努力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但战争的余波及随后兴起的洋关侵占，对常关的影响仍然非

常大。

先来看最北端的左翼和右翼，都深受银钱比价失衡的影响。同治元年，左翼税收的减少系因“京中

银价昂贵，京外价值悬殊”[4]（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左翼监督基溥折，档案号：03-4871-029）。此后，这一原因

得到不停的重复。直到同治十一年，税务监督仍称“京中银价昂贵，入夏以来大雨时行，入京道路仍属巨

浸”[4]（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左翼监督托云折，档案号：03-4880-192）。可见银钱比价及战争的影响是左翼

征不足数的最重要原因。右翼税务自同治初年起即一直少收，据称“实因京中银价过昂，京外畿辅之乡

银价大相悬殊，客商贩运因亏资本，今年以来，军民拮据，京城诸物生意倍常淡薄，猪羊各畜滞销更甚，且

各直省牌马屡经裁减，马税亦属无多，是以盈余未能足额”[4]（同治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右翼税务监督德懋折，档

案号：03-4872-082）。此后，这一原因也持续到同治末期。

淮安是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先后遭到了太平军与捻军的打击。同治元年，“因捻扰东河，两月无征，

商贾往来更形畏缩，风鹤交惊，较去腊为尤甚，商民迁徙一空”[5]（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江南织造启裕折，档

案号：04-01-35-0384-024），淮安关因而少征。同治七年，奏折仍然称：“自黄河改道以后，豫东大宗饼豆久不

来淮，捻扰之余，商情畏缩。”[5]（同治八年二月初二日，淮安关监督连明折，档案号：04-01-35-0388-047）此后，淮

安关又因各地关卡林立，厘税重征，“内河厘捐林立，海口各路通商，南北货物大都航海而行”，导致商人

稀少 [5]（同治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淮安关监督舒麟折，档案号：04-01-35-0389-051）。受战争影响，扬州关曾于咸丰

三年停征，五年复开旋停，至咸丰九年恢复开征，但此后征收仍不太理想。同治二年，扬州奏称税收减

少，乃因“苏常等处收复之后，商民未尽复业，市镇诸多荒凉，兼之北路捻匪窜扰靡常，道途又多梗阻”[5]

（同治五年九月初八日，两江总督李鸿章折，档案号：04-01-01-0888-017）。此后，扬州关将其税收短征的原因归于

洋税侵占，直到同治十三年少征，仍是“洋税侵占”[5]（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江苏巡抚张树声折，档案号：

04-01-01-0925-033）。

九江关自咸丰四年至同治元年期间停征。同治元年复建关卡征税，但开征即遇短征，“实因洋税侵

占”[5]（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三日，江西巡抚刘坤一折，档案号：04-01-35-0391-038）。此折将短收的原因归于洋税侵

占。此后，洋税侵占与“兵燹之后，商贩几无”的原因屡屡出现 [4]（同治五年三月十一日，江西巡抚刘坤一折，档

案号：03-4873-026）。赣关自咸丰五年至咸丰九年停征，此后恢复征收，但仍然少征。同治四年奏称，“因长

江通商，货物过赣稀少，又值逆匪窜扰，兵差往来，商贾裹足”[5]（同治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刘坤一折，

档案号：03-4940-065）。此后，赣关则称因五口通商后，旧有的土货改由直接从上海出口，不再经赣关抵达

粤海关，导致税收减少。同治十一年，赣江还详细分析这种缺少：“地处腹里，前仅止广东通商，则百货不

能不由此而往。迨五口长江陆续添设通商，俱泛海湖江而来，一水可通，兵燹之后，继以水旱相寻。”[5]（同

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江西巡抚刘坤一折，档案号：04-01-35-0390-045）

北新关自咸丰十一年停征。同治三年清军收复杭州后，北新关曾复开三个月。据左宗棠的奏折可知，

北新关经过三个月试征，“征数寥寥，而厘税亦形减色”，因为“当公私罄竭之余，遽行设关，书役故态复

萌，以致商贾裹足不前，咨怨更甚”[4]（同治三年十月二十六日，闽浙总督左宗棠折，档案号：03-4872-005）。他提

议在浙江各属厘捐项下，按月拨钱抵补北新关之税银。这一办法持续到清末。

临清关分为户关和工关，这一时期税收减少的原因比较类似，即都是受到了战争和厘金的影响。例

如同治元年，“实缘南路未靖，南货紬缎、茶叶等项久经断绝，豫省收成歉薄”[5]（同治二年四月初七日，山东

巡抚谭廷襄折，档案号：04-01-35-0384-071）。后来，厘金的征收开始影响到临清关。同治八年，户关少征系因

“黄水穿运，又有直隶龙王庙等处设局收厘，商民率由他处绕越”[4]（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山东巡抚丁宝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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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档案号：03-4879-039）。漕粮海运也直接影响到临清关。同治十年，据奏称系“江北漕粮改由陆运，兵燹

之后元气未复”[4]（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五日，山东巡抚丁宝桢折，档案号：03-4880-136）。

再来看沿海各关的情况。同治时期天津关一直少收，原因则统归于洋税侵占。如同治十二年，“进

出口洋土各货多归新关征收，此盈彼绌，势所必然”[5]（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档案号：

04-01-35-0391-032）。天津海关的情况也是如此，同治元年少收，系因“近年南省绸缎各项货物皆由外国

船只贩运，前赴新关纳税，旧设海关税课自宜日见其绌”[4]（同治二年三月十三日，直隶总督刘长佑折，档案

号：03-4871-053）。此后各年，亦是均报系因“洋税侵占”[4]（同治六年六月初二日，直隶总督刘长佑折，档案号：

03-4875-048）。

江海关之少征，仍是洋税侵占所致。同治七年，据奏称“自上海与洋人通商以来，福建、广东之鸟洋

各船，由多而少，由少而无”[4]（同治七年四月十六日，江苏巡抚丁日昌折，档案号：03-4877-039）。同治十至十一

年，“洋船贩运之后，华商货物各趋便捷，皆由火轮夹板洋船装运”[4]（同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署江苏巡抚恩

锡折，档案号：03-4880-065）。宁波收复以后，关税才有所恢复。

闽海关的情况并无二致。同治二年，据奏称“近年闽省屡有土匪滋事，内地运出海口货物已多阻滞，

江浙逆氛未靖，南北商船又复有减无增”[5]（同治二年七月十二日，福州将军觉罗耆龄折，档案号：04-01-35-0385-

001）。同治六年，“兵燹之后，商业萧条，各口旧有船只不及十分之四，实因洋税侵占”[5]（同治六年六月十三

日，福州将军英桂折，档案号：04-01-35-0387-033）。这一状况又持续到同治末年。

粤海关从同治七年起，对粤海关常洋分开奏报，结果导致常关税的短缺：“自更定新章，厘定常洋两

税，而洋船载货不分中外物产，但附洋船均为洋税，近来内地商贾运载土货，无不附搭轮船。”[5]（同治七

年七月十三日，粤海关监督师曾折，档案号：04-01-35-0388-011）因此之故，朝廷特将粤海关新加常关税盈余银十

万两每年酌减四万两。

当然，清廷仍然在努力扭转自咸丰初年关税征收惨遭毁灭性打击的被动局面，包括试图恢复一些已

经停征的关税，严格奖惩考核制度等等。清廷也对个别税关做出调适，比如设立东海关。同治元年（1862
年），清廷将烟台关正式独立，并拆分为烟台洋关和烟台常关。烟台常关即东海关，初无定额，到 1875 年
确立定额为 70000 两 [4]（光绪元年八月初二日，山东巡抚丁宝桢折，档案号：03-6329-017）。

综上所述，同治时期的各常关征税大体皆受到太平天国起义和洋税侵占的影响，基本上都不能征收

足额。但清廷仍然努力有所改善，其征收的成效可以在后文的论述中看出来。

二、洋税的迅猛增长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五口通商，征收洋税。此后，随着局势的变化，一系列沿海和内地城市

被迫对外通商，洋关纷纷建立。这些关主要包括：根据 1858 年《天津条约》开放的镇江关（1861 年）、
南京关（1899 年）、九江洋关（1863 年）、江汉关（1863 年）、台湾关（1862 年）、东海洋关（1861 年）、
牛庄关（1863 年）；根据 1860 年《北京条约》开放的津海关（1861 年）等等 [6]（P54-60）。
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税务司制度。咸丰十年（1860 年），经恭亲王奕訢奏请，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专办外交事务。镇江、宁波、天津、福州、汉口、九江等口岸于咸丰十一年（1861 年）分别建立起
税务司制度。至同治初年，其他各口岸也先后建立。总税务司对全国海关拥有最高权力，掌各海关征收

税课之事。李泰国离职后，由粤海关税务司赫德接任。赫德任职总税务司时长达近半个世纪，所有机构

设置、行政及人事制度到各关外籍雇员的任免迁调，全由其作主。通过这一系列的新条约及总税务司制

度，协定关税制度得到加强，清代的关税自主权受到进一步削弱。伴随着通商口岸的逐步推进，洋关在

中国沿海和内地一一添设，到晚清时期，已成星罗棋布之势 [7]（P142）。
自 1861 年始，洋税的征收归海关税务司专管。这样一来，晚清的关税征收部门，就变成了户部负责

常关中的户关、工部负责常关中的工关和税务司负责的洋关 [6]（P20）。汤象龙对这一时期的洋关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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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统计，笔者又对汤象龙数据做了修正，情况如表1：

表 1 汤象龙同治年间海关统计修正表（单位：两）

年份 汤书合计 修正合计 误差 年份 汤书合计 修正合计 误差

1862 7559870 7559870 0 1869 9631531 9631531 0
1863 8556476 8557477 -1001 1870 9760247 9760247 0
1864 8377014 8377015 -1 1871 10717471 10717470 1
1865 7937975 7937974 1 1872 11605818 11605919 -101
1866 8906692 8906691 1 1873 11181872 11181872 0
1867 8927309 8927310 -1 1874 11910223 11910224 -1
1868 9887484 9887485 -1

资料来源：参见倪玉平《<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10>税收统计补正》,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2
期。

图 1 显示了修正后的同治时期洋税收入情况：

图 1 同治朝洋关征税趋势

通过图 1 可以看出，同治时期的洋关税收增长非常迅速。由 700 万两增加至 1200 余万两，增长幅
度达到了 50%。洋关的异军突起，完全扭转了咸丰时期关税征收的被动局面。当然，这种增长的原因，在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全新的洋税征收制度。笔者根据相关的档案史料，来汇总同治时期的关税收入数

据。其曲线示意图如图 2：

图 2 同治朝关税征收对比趋势图

通过图 2 可以看出，同治时期的常关税征收保持着平稳增长的态势，但征收总数仅为 200 万两，不
及嘉庆、道光时期 500 万两足额的 40%。从中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清政府持续不断的努力，导致
同治时期的关税征收相比于咸丰时期的 150 万两征数，已经有了 30% 的提升。可以说，同治时期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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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治时期关税征收表（单位：两）

年份 常关实征 常关补全 洋关实征 关税实征 关税补全

1862 1369924 1572975 7559870 8929794 9132845
1863 1562564 1868521 8557477 10120041 10425998
1864 1827799 2053881 8377015 10204814 10430896
1865 1867277 2079909 7937974 9805251 10017883
1866 1862089 2056248 8906691 10768780 10962939
1867 1891568 2171095 8927310 10818878 11098405
1868 2173452 2403405 9887485 12060937 12290890
1869 2060005 2339699 9631531 11691536 11971230
1870 1777884 2293947 9760247 11538131 12054194
1871 2007061 2331884 10717470 12724531 13049354
1872 2200618 2403441 11605919 13806537 14009360
1873 2157054 2396489 11181872 13338926 13578360
1874 1978120 2373542 11910224 13888344 14283766

资料来源：清代《军机处录副奏折》《宫中档朱批奏折》等。

成功扭转了常关税下降的趋势。

从图 2 中还可以看出，同治时期关税征收的主体是洋关征收，它的征收数量由 700 万两增加至
1200 万两，远远超过了常关税的征收。伴随着洋税的大幅度增长，导致这一时期的总体关税增长迅速，
短短的十余年间，即由不到 900 万两增加到近 1400 万两，增长幅度高达 50% 以上。

三、关税与同治朝财政结构变动

太平天国起义前，清朝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道光时期全年财政收入约为 4000 万两，田赋收入约
为 2000-2500 万两，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关税、盐税及杂税的收入有限，所占比例也不高。
太平天国起义横扫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加上捻军起义等，导致这些省份的人口

减少，土地荒芜，无法得以正常征收。尤其是江南地区，是清代最重要的地丁钱粮征收之地，为太平军所

占领后，清廷的田赋征收自然大受影响。笔者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抄档，汇总出这一时期

的清代田赋收入。通过表3可以看出，同治时期，虽然太平军已经被渐次消灭，但由于战争的影响，清廷

表 3 同治时期全国田赋征收表（单位：两）

时间 年份 合计 时间 年份 合计

同治元年 1862 6733170 同治八年 1869 11915614
同治二年 1863 7093498 同治九年 1870 12228157
同治三年 1864 9318489 同治十年 1871 12096252
同治四年 1865 10752799 同治十一年 1872 12544975
同治五年 1866 11030956 同治十二年 1873 10076698
同治六年 1867 8494726 同治十三年 1874 12725366
同治七年 1868 10236245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抄档，《清代各省钱粮征收表》第一册至第八册。

又相继在江浙等省推行“减赋”运动，导致这一时期的田赋收入并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征收仅维持在

1200 万两左右的水平，不到道光时期每年征收 2500 万两的一半 [8]（P174）。
咸丰、同治时期最重要的财政创新当属厘金。厘金是商税的一种，于咸丰三年（1853 年）由帮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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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军务的刑部右侍郎雷以諴创办。当时军费无着，扬州军事难以支撑，雷以諴为筹措所募兵勇饷需，遂逐

步创办厘金。朝廷发现其中大有利润可挖，故要求各地官员效法。此后，厘金得到推广，厘金制度也愈发

完备，种类和程序也愈发复杂，既有征收于日用百货的普通厘金，也有专门征收于盐、茶、洋药、土药（鸦

片）的特种厘金。各地厘卡的大量增设替代了过去一些常关的职能，是造成常关税收数下降的重要原因

之一。同治年间随着洋关的崛起，又反过来对各地厘金收入产生重大影响。罗玉东在《中国厘金史》中

的数据，仅限于同治八年之后。周育民先生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整理，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同治八年之前的

清代厘金征税数据，还对罗玉东同治八年以后的数据进行考订和修正。其结论如表4：

表 4 同治朝征收厘金表（单位：两）

时间 百货厘金 鸦片厘金 茶厘 盐厘 合计

同治元年 13644813 505885 308456 1117323 15576477
同治二年 15056964 527222 347600 1880721 17812507
同治三年 13673698 511869 359774 3268423 17813764
同治四年 13888899 514848 636957 4225103 19265807
同治五年 13784544 477319 652665 3886059 18800587
同治六年 13560677 445302 617795 3518438 18142212
同治七年 13896878 474318 746168 3342418 18459782
同治八年 13372420 622951 692399 3379094 18066864
同治九年 14380945 604773 650353 3409554 19045625
同治十年 14318142 538323 700503 3567150 19124118
同治十一年 14117689 532065 748184 3194720 18592658
同治十二年 14568052 549089 664761 3193301 18975203
同治十三年 13824430 486414 774760 3324056 18409660

资料来源：周育民：《晚清厘金历年全国总收入的再估计》，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 3期。

图 3 是同治时期田赋、关税和厘金的变动趋势图：

图 3 同治朝财政征收趋势图

通过图 3 可以看出，经过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同治期间的田赋收入下降很快，征收总量不到道光
时期的一半。与此相反，这一时期的厘金和关税却有了飞速增长，关税和厘金的征收数量均超过田赋，成

为政府最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从而导致根本上改变了清朝旧有的财政结构，即以田赋税收为主体的

农业型财政税收结构，转变为以关税和厘金为代表的商业型税收结构。而估算这一时期的财政收入，已

经接近 7500 万两白银，较道光时期的 4500 万两，几增加 1 倍。从这种角度来看，“同治中兴”在军事成
就之外，也有着强有力的财政数据支撑。

与此同时，就税收的支配主体而言，包括常关税和洋关税的关税属于中央财政范畴，厘金则属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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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财政范畴。咸同时期厘金的异军突起极大地改变了清前期中央财政一家独大的格局，形成了中央财政

与地方财政双强并立的局面。清代财政税收的近代化转型，既包括税收结构的改变，也包括地方财政体

系的建立，而这两者都在同治时期得到了充分展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同治时期虽然开启了“国家财

政”向“财政国家”转变的道路 [9]（P276），但这一转轨的最终完成，却还有待于后世的探索和继续；而在
转变过程中的诸多弊端和不足，也需要由后世来承受和改进。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财政显然是过渡性的，

因为当时清朝的工业化尚未展开，而农业财政已经难以维系，所以只能走中间道路，对商业过分征税。从

财政史的角度来看，同治时期的历史地位，或许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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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cal Structural Change and Its Moderniz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Taking Customs Duties of the Tongzhi Period as an Example

Ni Yuping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iscal system of the late Qing changed greatly, and the Tongzhi period took a
special important position. Customs duties were the most expansive tax type, and i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ocial economy development since its tax ratio was fixed to a certain proportion value
of goods or ships. Customs duties of the Tongzhi period were influenced by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marine tax heavenly, but the total amount were still improved. Both customs duties and Likin were
overpass the role of the land tax and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 of fiscal revenue at that time.
That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fiscal struc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from agricultural tax structure
to commercial tax structure and led to the fiscal modernizatio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Tongzhi
Restoration”, in addition to military achievements, also had a strong financial data support.

Key words Tongzhi period; customs duties; fiscal revenu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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